
新结构经济学工作论文 

Working Paper Series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No.C2022004                                                                                                               2022-3-25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中国经济学手册》之“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林毅夫  付才辉① 

 

 

 

 

 

 

 

 

 

 

 

 

 

 

 

 

 

 

 

 

 

 本工作论文系列是新结构经济学最新的尚未在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成果，目的在于

学术讨论与评论，并不代表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官方意见。 

                                                            

①林毅夫、付才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增

长与经济结构转型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范式”(项目号 72141301) 对本研究的支持。 



 1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1
 

林毅夫 付才辉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一、引 言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是日常随处可见的两个用语，比较优势是经

济学的核心概念，竞争优势则是管理学的核心概念，但是不论在大众

读物还是学术文献中都充满了无处不在的争论与误解。之所以如此，

既可能是使用者对概念方法的本质缺乏深刻的理解，也可能是使用者

对不同类型的理论范式缺乏深刻的辨识，这也意味相关问题的复杂性。 

在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的本质指的是决策者选择不同方案的机会

成本高低，是一种分析方法，但即便在贸易领域也有众多关于机会成

本或相对价格高低来源的比较优势理论，例如，李嘉图理论中的技术

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赫克斯尔-俄林理论中的禀赋差异所形成的

比较优势、克鲁格曼理论中的多元偏好与规模经济所形成的比较优势、

杨小凯理论中的分工经济所形成的比较优势，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

差异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等等。常见的误解是将某种具体的比较优势

理论当成唯一的比较优势来源，或是将某国某个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

当作该国仅有的比较优势（樊纲，2020；林培林和刘孟德，2020）。在

管理学中，竞争优势的本质指的是竞争者实施不同方案创造的经济价

值的大小，同样即便在战略管理领域也有众多关于创造经济价值大小

                                                             
1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转型研究：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新范式”(项目号

72141301) 对本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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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的竞争优势理论，例如，基于市场结构的波特企业竞争理论、基

于市场过程的动态竞争理论、基于资源租金的资源基础理论，等等。

常见的误解则是把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对立，认为竞争优势优于比较

优势，为了竞争优势可以放弃比较优势（洪银兴，1997；林毅夫和李

永军，2003）。其实，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但源于经济学原理，即所创

造与获取的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的相对大小，而且也以比较优势

为基础，即和其他竞争者相比能够以较低的机会成本生产商品和服务

（巴尼和克拉克，2007；保罗·海恩等，2017）。因此，有必要先简要

回顾思想史中概念的出处来理解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本质及其重

要性，以及不同类型的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然后再介绍新

结构经济学所拓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及其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关系，以及

如何使比较优势从潜在变成实在，使实在比较优势具有竞争优势。 

二、比较优势的滥觞：概念本质与理论拓展 

（一）比较优势的滥觞：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众所周知，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而被称之为经济学之父。当然，斯密的《国富论》也是吸收了

产生于 16 世纪中叶、盛行于 17-18 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以及重农主

义思想并加以扬弃。《国富论》问世之后并未在政策上立即得到普遍

支持，1846 年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才标志着斯密自由贸易的主张得

到贯彻。为反对英国的《谷物法》，李嘉图在 1817 年发表的《政治经

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了的比较优势概念。此后，经济学的方法和

主题出现了巨变，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史的双重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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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广为流传的简单例子便可以用来对比刻画斯密和李嘉图

的思想精髓：按照斯密的假定，英国在布上的劳动生产率高于葡萄牙

（比如英国单位劳动生产率是 2、葡萄牙是 1），而葡萄牙在酒上的劳

动生产率高于英国（比如葡萄牙单位劳动生产率是 5、英国是 4），即

英国在布业上有绝对优势，而葡萄牙在酒业上有绝对优势。因此，如

果英国将一单位的劳动从酒业转移到布业，将减少 4 加仑的酒但却增

加了 2 码的布（英国一单位布的机会成本是 2 加仑酒、一单位酒的机

会成本是 1/2 单位的布），葡萄牙将一单位的劳动从布业转移到酒业，

将减少 1 码的布但却增加了 5 加仑的酒（葡萄牙一单位布的机会成本

是 5 加仑酒、一单位酒的机会成本是 1/5 单位的布）；由于葡萄牙增

加的 5 加仑的酒超过了英国减少的 4 加仑的酒，英国增加的 2 码布超

过了葡萄牙减少的 1 码布，只要葡萄牙可以 5 加仑酒换超过 1 码布、

英国可以 1 码布换超过 2 加仑酒对双方都有好处，贸易就会发生。 

李嘉图的聪慧之处在于，他重新假设如果英国的酒业和布业的劳

动生产率翻一倍的话，葡萄牙在酒业上的绝对优势也消失了（否定了

斯密的假定），但是他继续发现只要英国和葡萄牙的酒和布的机会成

本没有改变，两国依然还会继续贸易。因此，他得出了经济学的旷世

之见：对于英葡贸易而言，重要的不是各自的生产力水平，而是各自

的机会成本。例如，李嘉图再继续假定，如果英国只是酒业的劳动生

产率翻了 2.5 倍，英国和葡萄牙的机会成本变得相同了——酒和布在

英国和葡萄牙的相对价格均相等，此时双方还会贸易吗？答案是否定

的，因为贸易无益于任何一方。因此，李嘉图就比斯密在贸易上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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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变得更加一般化，没有各自的绝对优势也可以贸易。 

为什么说李嘉图改变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成为经济学通

往现代分析的分水岭呢？原因在于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虽然在当时

讨论的是贸易问题，但却是首次提出了机会成本这一用于现代经济学

理性选择分析的一般性工具，也使得机会成本成为各种比较优势理论

的统一内涵，而不局限于贸易理论。机会成本这一经济学基本工具的

引入使得李嘉图比斯密更具有一般性，即比较优势比绝对优势更一般，

在上述例子中通过机会成本的分析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比较优势可

以包含绝对优势，而绝对优势却无法包含比较优势。从而，在李嘉图

之后，以约翰·穆勒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系统论述了生产、分配、交换

等经济运行以及政府的影响，并通过边际革命推动了古典经济学迈入

新古典经济学时代。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里昂·瓦尔拉斯在 19 世纪

下半叶分别发表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继《国富论》之后最重要的两部著

作《经济学原理》和《纯粹经济学要义》，分别阐述了经济运行的马

歇尔局部均衡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原理。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日益成

型的基础上，约翰·希克斯和萨缪尔森分别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发表

了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走向成熟的两部代表性著作《资本与利息》和

《经济分析基础》，分别完善了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为

资源配置优化与均衡原理建立起了统一的理论框架和数学方法。紧随

其后，20 世纪 50-60 年代以肯尼斯·阿罗和吉拉德·德布鲁名字命名的

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公理化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奠定了新古典经

济学统治主流经济学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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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李嘉图改变了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主题而成为经济学的

一个分水岭呢？正如一些经济思想史研究所指出的，斯密模棱两可的

解释败给了李嘉图更加形式化的模型，李嘉图重新调整了经济学的关

注点，将其从古典经济学关心的动态经济增长转向新古典经济学关心

的静态资源配置，一直到 20 世纪后半叶（关于跨期资源配置的）新

古典增长理论解释不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止(Landreth 和 Colander, 

2002)。在《国富论》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分工来内生促进的，

而不是像后继者李嘉图那样假定“英国的劳动生产率翻一番”是外生

给定的，也因此斯密的绝对优势其实才是内生的比较优势，而李嘉图

的比较优势反而是外生假定的（Yang,2001）。诚如杨小凯（1998）所

深刻指出的，这种差别并不是简单的外生与内生比较利益的差别，它

们本质上代表着经济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前者关注结构拓扑性质的变

化，而后者仅关注资源配置非拓扑性质的变化。其实，琼·罗宾逊（1956）

在两个剑桥之争中也早就挑明：“两百年来为了了解‘国家财富的性质

和原因’而进行的经济分析，已经被人用另一个新娘——价值论——

骗过去了。毫无疑问，这一更替之所以发生，有种种根深蒂固的政治

原因，可是也有一种纯粹的、知识上的原因。要分析一个经济组织在

整个时期内，牵涉到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全面动态，同

时又要分析具体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详细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这两

套问题都需要解决，可是每套问题都必须分开研究，用简化假设的办

法把另一套撇开。两者之间究竟先牺牲哪一方面呢？一百年来经济学

家牺牲了动态学说，以便讨论相对价格。这是很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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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较优势的本质：理性选择的机会成本 

   前述对经济学思想史中的比较优势来源及其后续影响的简要回顾，

意在强调两点：一方面比较优势概念的诞生引入了机会成本的概念奠

定了现代经济学理性选择方法的基础（第一重分水岭），另一方面比

较优势原理对贸易的严谨分析却意外地让现代经济学滑入了资源配

置的新古典范式而远离了古典经济学的内生结构问题（第二重分水

岭）。正如我们开门见山指出的，之所以对比较优势有如此之多的争

论和误解，一方面是由于对概念方法的本质缺乏深刻的理解，另一方

面是由于对不同类型的比较优势理论缺乏深刻的辨识。第一重分水岭

意味着比较优势概念的本质指的是决策者选择不同方案的机会成本

高低，是具有普遍性的方法，在现代经济学中是唯一可以作为先验条

件接受的公理，即是现代经济学的“本体”——理性选择，除了贸易现

象还可以广泛应用于所有的人类行为现象（Becker, 1976）。 

第二重分水岭则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有很多具体类型，如基于

（外生的或内生的）技术的比较优势理论、基于（配置的或结构的）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基于规模报酬与多元偏好的比较优势理论、

基于（外生的或内生的）制度的比较优势理论，等等，这些具体的理

论不仅五花八门而且不能作为先验的条件。即便在贸易领域，正如罗

纳德.·芬得利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比较优势”词条中指

出的，作为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除了国家之间也适用于个人之间、企

业之间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在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一个分支的比较优势

贸易理论中，只要经济主体之间的偏好、禀赋、技术存在任一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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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产生商品相对价格差异即比较优势，并进行贸易改善配置效率。

这种“低买、高卖”便是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共同逻辑。我们不打算赘

述贸易理论中与比较优势相关的海量文献（包括即便经济主体之间的

偏好、禀赋和技术都相同但只要假定多元偏好、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

也可以产生贸易与分工的理论以及同时包含国别、产业、企业层面的

差异以及制度性因素的综合贸易模型）2，而是强调比较优势的本质并

非某类比较优势理论而是作为理性选择核心机制的机会成本。 

理性选择意味着人们在约束条件下面临权衡取舍，但这本身并不

能够告诉我们人们将会或应该做出什么决策。机会成本这一经济学最

重要的分析工具便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

做出决策，但是要找准真实的权衡取舍并非易事，要准确理解机会成

本也并非易事。学过经济学入门课程的人大概对如下定义不陌生：机

会成本是指为了采取某个可行方案所必须放弃的其他方案的最大价

值或者说采取某个行为时的次优选择3。知晓了比较优势的本质是机

会成本之后，便可以说做任何事机会成本越小其比较优势越大、机会

成本越大其比较优势越小，也因此我们常会说“某某人具有某某比较

优势”等等。因此，在英国与葡萄牙的例子中，英国与葡萄牙可以换

成张三李四，酒和布可以换成任何事物。4著名数学和核物理学家斯塔

尼斯拉夫·乌拉姆有次向萨缪尔森挑战，问他在所有社会科学的理论

中是否存在一个正确并且不是不重要的理论。想了多年后，萨缪尔森

                                                             
2 很多教材和手册随处可见，如杨小凯（1998）、罗伯特·芬斯特拉（2013）、赵伟（2014）、保罗·.克鲁格

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和马克·梅里兹（2021）的教材，以及鞠建东等（2004）的综述。 
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机会成本”词条中阐述了机会成本

的丰富内涵，也对机会成本与选择关系做了专门的论述（布坎南，2009）。 
4 保罗·海恩的著名教科书《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在非国际贸易情形下对比较优势概念也有精彩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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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乌拉姆说比较优势就是这样一个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无需和

一位数学家争论在逻辑上就是对的，同时，并非不重要的，因为即使

做了解释，仍然有数以千计的重要而且充满智慧的人不能掌握这个理

论或相信这个理论(Samuelson, 1969)。” 例如，由于缺乏对比较优势

的本质是机会成本这一点认识，以至于包括经济学家的不少人认为比

较优势概念的运用也只限定于贸易范畴，或者仅囿于各种版本的李嘉

图模型或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以及作茧自缚于新古典经济学静态资

源配置范式（Lin 和 Change,2009；张军，2013；贾根良，2018）。 

（三）基于配置范式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日趋成熟的桎梏 

如表 1 所概括的，从 1817 年李嘉图在斯密的基础上提出比较优

势原理分析贸易问题建立古典贸易理论的整整两百年来，基于配置范

式的不同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层出不穷，而且日趋成熟。例如，除了标

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之外，直接在古典贸易理论基础上萌生的新贸易

理论（Krugman,1979；Helpman 和 Krugman, 1985）和新兴古典贸易

理论（Cheng, et al., 1999; 杨小凯，1999；Yang,2001），直接在新贸易

理论基础上萌生的新新贸易理论(Melitz,2003；Eaton 和 Kortum, 2002)，

以及新制度贸易理论或者也被称之为新新新贸易理论（Antràs, 2003; 

Levchenko,2007; Nunn,2007）。尽管这些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类型五花八

门以及衍生的文献汗牛充栋，不论是基于标准的完全竞争和新古典技

术还是基于垄断竞争以及规模经济和分工经济抑或建立在微观企业

或细分区域基础上的异质性，以及是否引入贸易摩擦和制度因素，但

其统一的表现形式其实都是由商品相对价格高低所决定的贸易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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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模式，而影响商品相对价格高低的渠道不外乎偏好、技术与禀赋以

及包括制度在内的影响交易效率的因素。事实上，关于贸易的比较优

势模式所取决于技术、禀赋与偏好的复杂“一般均衡”关系的讨论早已

见主诸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中。因此，后续的进

步只是随着建模技术以及各种可得数据的提高通过严谨的分析甚至

复杂的一般均衡模型理顺了各种可能的甚至细微的贸易模式，前面提

及的李嘉图给经济学埋下的桎梏只是变得牢固而难以突破——即李

嘉图重新调整了经济学的关注点，将包括结构变迁在内的经济增长转

向包括贸易模式在内的资源配置。换言之，过去两百年来，经济学依

然尚未成功运用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理性选择的机会成本）

来解释作为影响贸易模式（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外生前提条件的技术、

禀赋与偏好在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差异，这或许才是下一代比较优势结

构理论的方向。正如贸易理论大家罗伯特·芬斯特拉在其经典教材《高

级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证》中的精辟总结：“即便我们接受，通过允许

国家间存在足够大的技术差异可以使 HOV 方程完全拟合，但这避开

了一个问题：这些技术差异来自哪里？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初始研究

中，他们拒绝李嘉图的技术差异假设而接受知识可以跨国境流动的世

界。我们已经知道国境之间技术相似的假设在实证上是错误的，无论

是在他们写作的年代，还是在最近。因此我们又回到了李嘉图的世界，

这里技术差异是贸易模式的主要决定因素。然而，这种技术差异很难

被认为是外生的，肯定可以在下列原因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内生增

长理论”.......进来一些学者认为地理和气候（Sachs,2002）、殖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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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 et al., 2001)、社会资本(Jones 和 Hall，1999)......肯定也会起

很大作用。不管答案是什么，这个论题毫无疑问需要研究人员在未来

进一步探讨”（2013，第 2 章第 45-46 页）。 

芬斯特拉的评论是一针见血的。例如，在连续统李嘉图比较优势

模型基础上，Eaton 和 Kortum（2002）建立了著名的 EK 综合模型，

同时允许地区间不同的物价水平、多个贸易伙伴以及双边贸易的存在，

并将地理特质纳入讨论范围，为贸易引力方程提供了微观基础和结构

表达式，使得贸易模型和宏观数据的高度匹配成为可能。鉴于国家、

地区在数学意义上是等价的，所以新新贸易理论与新新经济地理学的

模型框架往往相似，因此 EK 模型（以及著名的 Melitz 模型）已经延

伸出来一个所谓的“新新经济地理学”分支（鞠建东和陈骁，2019）。正

如鞠建东和陈骁（2019）所指出的，基准 EK 模型中关键的假设有两

个外生的假设，分别对应于产品生产和市场结构，后续研究基本在这

两个假设基础上进行调整。第一个假设就是外生给定生产结构假设：

地区 n可生产无数种连续测度为 1的可贸易中间产品，记作ω ∈ [0,1]，

每种中间产品(ω )的生产yn(ω)需要当地劳动力𝑙𝑛(ω)与最终产品投入

Qn(ω)以科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技术  zn(ω)合成：yn(ω) =

zn(ω) (
𝑙𝑛(ω)

β
)
β
(
Qn(ω)

1−β
)
1−β

。5一目了然：即便通过“内生增长”能够把 

zn(ω)内生化，但代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𝛃仅仅是外生给定的

参数，因此仅仅是给定结构上的资源配置（包括国际贸易）而已！ 

                                                             
5 随着可得数据的细化，“地理单元”（n）也不断微分，甚至允许以经纬度１°×１°作为最小的经济活

动载体，从而在理论上需要将地理区域的拓扑结构视为连续二维平面的集合，建立了连续空间模型。例

如，Allen 和 Arkolakis (2014)在消费与生产结构上认为每个地理单元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该产品将与其他地

区产品一起以常数替代弹 性的形式进入消费者效用，他们证明了在参数满足一定正则条件的情形下，即

使人口密度对生产和基础设施有外部性，连续地区上的均衡也存在且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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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配置范式的不同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类型的简要概览 

形式 渠道 经典理论与著名模型举例 综合性模型举例 

由 商

品 相

对 价

格 高

低 所

决 定

的 贸

易 或

分 工

模式 

技 术

差异 

古典贸易理论：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连续统的李嘉图

比较优势模型（Dornbusch, et al., 1976） 

HK 综合模型（Helpman 

和 Krugman, 1985）；EK

综合模型（ Eaton 和 

Kortum, 2002），动态EK

模型（如 Levchenko 和

Zhang, 2016）；同时纳入

国别、产业与企业以及

制度因素的综合贸易模

型（如 Andrew, et al., 

2007），等等 

新贸易理论：具有规模经济的技术（克鲁格曼模型（Krugman,1979）） 

新新贸易理论：企业层面的技术异质性（梅里兹模型(Melitz,2003)） 

禀 赋

差异 

新古典贸易理论：赫克斯尔-俄林理论（HOS 模型）、HOV 模型、连续统 HOS

模型（Dornbusch, et al., 1980）、特定要素模型、具有资本积累的“动态”比较

优势理论（Findlay,1970; Stiglitz,1970; Mussa,1978；Bond et al., 2003） 

偏好 垄断竞争贸易模型：基于“多样性偏好”和“理想种类”的各种贸易理论 

交 易

效率 

引力模型；新制度贸易理论（Antràs, 2003; Levchenko, 2007; Nunn,2007）；新

兴古典贸易理论（Cheng et al., 1999; 杨小凯，1999；Yang,2001）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简要整理。 



 12 

（四）基于结构范式的比较优势结构理论：更重要的理论进阶 

Grossman 和 Helpman (1990)率先满足了芬斯特拉的期待，首次将

内生增长的罗默模型置于两国开放经济情形中，也就将李嘉图外生技

术比较优势的技术内生化了。6然而，正如达龙·阿西莫格鲁（2009）

在其教科《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中所总结的（第 12 章），运用现代经

济学的理性选择与市场均衡的分析技术内生选择面临两大挑战：其一，

不同于给定生产集（生产函数）中的配置（投入产出）是确定的，创

新就其本质而言包含对未知事物的发现，难以为技术建立元生产函数

（即生产函数的生产函数 meta-production function），亦即创新可能性

边界是未知的;其二，不同于配置中的商品（纯公共品除外）是竞争性

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创新是非竞争性的以及规模报酬递增的，难以

兼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对于第一点，尽管经济学界内外存在争议，

但经济学界坚持认为创新只要是人类有意识的行为就可以予以理性

                                                             
6 事实上，在萨缪尔森（与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诺德豪斯合著的）最近版本的《经济学》教

材中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解释又重新回到了他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的老师熊彼特于 1912 年发

表的《经济发展理论》而不是他建立的 HOS 模型。熊彼特在该书中提出的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

生产函数”。萨缪尔森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也曾涉猎了由希克斯在 30 年代的经典之作《工资理论》中提出的

影响深远的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Samuelson，1965），提出了“创新可能性边界”的新概念（Kennedy, 1964, 

1973)，刻画了劳动节约型技术（如 a）和资本节约型技术(如 b)（或两种任意的技术）之间使得单位产出成

本最低或产出最大的最佳技术选择（(𝑎, 𝑏) ∈ 𝑅+
2表示技术菜单或技术集或创新集，每一对(𝑎, 𝑏) ∈ 𝑅+

2可以代

表一个生产函数 F）的创新可能性限制（如𝐻(𝑎，𝑏) = 𝑁）（Jones, 2005；Caselli and Coleman，2006）。Stigliz

（2006）还曾专门综述了萨缪尔森在这一方向的理论贡献。 这一理论在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中都得到

了颇具影响力的应用，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以速水-拉坦的节约土地还是节约劳动的农业技术进步方向研

究最为著名，在增长经济学中的应用以阿西莫格鲁的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方向研究最为著名(Brugger and 

Gehrke, 2017)。林毅夫也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沿着第一条发展经济学的方向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国际主要

学术期刊上发表了 10 多篇理论和实证论文（林毅夫，2018），尤其是把 Hayami 和 Ruttan 在市场经济下由

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动引起的诱致性技术变迁假说的运用范围延伸到计划经济和缺乏市场的传统农业社会中。

这一支偏离新古典经济学标准配置分析而探讨其暗含前提的文献比较接近熊彼特提出的所谓创新就是要

“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思想，只不过缺乏明确的理性选择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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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即假设技术的元生产函数是存在的；对于第二点，如果假设技

术的元生产函数是存在的，那么创新就是研发投入的产物，不论创新

的收益是创造了新产品还是提高了产品质量抑或降低成本，如果不能

通过专利保护或商业秘密抑或创新专用性垄断创新的收益，理性的经

济主体就不会有创新的激励，因此包括新增长理论在内的主流经济学

界秉持熊彼特“竞争不会产生创新”的思想，放弃了适用于配置分析的

完全竞争假定，转而使用垄断竞争假定。因此，前沿创新在发达国家

即便充满不确定但在激励之下也不可能研发不符合比较优势的技术。 

尽管内生增长理论与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公理化体系不相容

（新古典贸易理论仅仅是其一个分支），但却把其前提条件内生化了，

进入一种不同于仅内生配置的结构范式。下面我们简要地以 2018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为例介绍罗默均衡——罗

默均衡既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也不是标准的配置均衡，而是同

时包含了配置均衡和中间商品集均衡的策略性互动的垄断竞争均衡

（更恰当的均衡概念是纳什均衡）。罗默的工作是最简单的内生技术

模型（Romer,1990），认为研发的作用是增加了生产中使用的中间投

入要素种类，而中间投入要素种类增加将促进“劳动分工”进而提高最

终产品的生产效率——这似乎想说明斯密关于分工是国民财富来源

的思想。考虑如下一个简单的罗默新增长理论的模型经济设定：代表

性家庭的偏好假设为∫ 𝑒𝑥𝑝(−𝜌𝑡)
𝐶(𝑡)1−𝜃−1

1−𝜃
𝑑𝑡

∞

0
，其中ρ和 θ是刻画耐心

程度和跨期替代弹性的两个偏好参数；假定完全竞争条件最终产品的

技术状态（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生产函数）为𝑌(𝑡) = ∫ 𝑥(𝑣, 𝑡)1−𝛽𝑑𝑣𝐿𝛽
𝑙(𝑡)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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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其中是𝑙(𝑡)和𝛽刻画投入要素数目和要素密度的两个技术参数；

假定垄断条件下技术内生的创新状态（创新可能性边界的元生产函数）

为
𝑑𝑙(𝑡)

𝑑𝑡
= 𝜇𝑍(𝑡)，其中𝑍(𝑡)和𝜇是研发总支出和研发效率；假设不存在

人口增长，劳动力禀赋为�̅�，初始投入要素数目为𝑙(𝑡 = 0)及其对应的

要素禀赋为𝑥(𝑣, 𝑡 = 0), 𝑣 ∈ [0, 𝑙(𝑡 = 0)]。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公理

化体系中，商品空间是 l 维欧式空间 R，投入要素种类增加就相当于

增加了商品空间的维数，内生代表投入要素种类的这一类技术或技术

的这一方面也就相当于内生
𝑑𝑙(𝑡)

𝑑𝑡
。从而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公理化

体系中作为经济体基本面外生变量的商品数目被内生化，剩下的外生

变量便只有偏好、除了投入要素种类刻画的技术之外的技术状态与资

源禀赋（包括了初始要素种类数目）。 

然而，基于研发驱动的前沿创新理论并不适用于前沿内部缺乏自

主创新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前沿技术创新理论虽然大体上能够解释工

业革命以来处于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经济总体增长但也不能解释与

之相伴的结构变迁。根据安格斯·麦迪逊的研究，在 18 世纪之前，当

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欧国家人均 GDP 的增长，每年只有 0.05%，需

要 1400 年的时间人均 GDP 才会翻一番。从 18 世纪开始，西欧这些

发达国家人均 GDP 的增速突然加速了 20 倍，增加到每年 1%，人均

GDP 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从 1400 年减少为 70 年。从 19 世纪中叶到

现在，欧美发达国家人均 GDP 的增速又翻了一番，提高为每年 2%，

人均 GDP 翻番所需时间进一步降为 35 年。英国第一次人均收入翻倍

用了 58 年（1780-1838），而美国只用了 47 年（1839-1886）、日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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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34 年（1885-1919）、韩国仅用了 11 年（1966-1977）、中国仅用了

10 年（1977-1987）。7西蒙·库兹涅茨在 1966 年发表的《现代经济增

长》中将西欧等发达国家从 18 世纪以后出现的经济加速增长称为现

代经济增长。然而，库兹涅茨在该书开篇就通过经验事实总结对现代

经济增长开门见山的定义却远远超出了目前增长理论的范畴：“我们

将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定义为人均或劳均产出的持续增长并伴随

着人口的增长和全面的结构变化：制造产品和利用资源的产业结构发

生了变化，也即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工业化过程；乡村

与城市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也即城市化过程；按就业状况、

产业隶属和人均收入水平等划分的不同群体，其相对经济地位发生了

变化；产品在居民消费、资本形成和政府消费之间的分配，以及在这

三大类用途的细目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内部及境外的生产布局发

生了变化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西莫格鲁在近半个世纪后（2009）

发表的同名著作《现代经济增长导论》中坦诚到目前为止的西方主流

经济学尚不能提供一个统一分析框架来分析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

中阐述的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全面结构变化。阿西莫格鲁的坦诚也一

针见血：即便新古典贸易理论可以解释 19 世纪作为农业国的美国与

工业国英国的贸易——整个 19 世纪农产品在美国出口商品中的比重

超过 70%（罗伯特·利普西，2018），即便新贸易理论可以解释 20 世

纪作为工业国的美国与工业国英国的贸易——20 世纪 30 年代一直到

70 年代制造业产品出口占美国总出口的一半（彼特·林德特，2018），

                                                             
7 可参见“后发国家的追赶理论与政策”条目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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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都却无法解释美国为何会成功实现这种贸易结构的逆转。 

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所经历的曲折经济增长和跌宕结构变

迁就更加惊人。例如，1980 年时中国的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占到进口总

额的 50.3%，初级产品的出口则占到和出口总额的 50.3%，进口总额

占到 GDP 的 6.5%，出口占到 6.0%，两者合计占到 GDP 的 12.5%；

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占 GDP 的百分

比上升到 26.72%，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上升到 35.39%。

到 2017 年，中国商品出口占世界的 12.7%，远超过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大出口国。到 2016 年，初级产品出口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仅

为 5.01%，而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则上升到 94.99%。改革开放之后，

为何中国国际贸易一路高歌猛进并伴随剧烈的贸易结构升级？与之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中国也经历了激进的工业化

但为何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微不足道而且还不断萎缩？例如，与

美国在 19 世纪用了整整六十年才将第二产业的比重提升 15 个百分

点（1840 年为 17%、1900 年为 31%）不同（罗伯特·高尔曼，2018），

中国在“一五”期间就把第二产业的比重提升了 16 个百分点（1952 年

为 20.8%，1958 年为 36.9%）。1953 年中国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量的

比重为 1.5%，此后急剧下降到 1977 年的 0.6%（Nicholas, 1994）。1960

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进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为 4.43%，货物和服务出

口占 GDP 的百分比为 4.31%，然而到了 1977 年这两项比例也萎缩

在 4.09%和 4.3%。而且，在改革开放初期的 1980 年，初级产品出口

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还超过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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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2011，2014，2020）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框架则更

加雄心勃勃，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和一个国家随着发展水

平的提高所发生的各种结构转型都内生化，并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里

给予自洽的解释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核心是由每一个时点给定、随时

间可变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产业与技术），即基

于结构范式的比较优势结构理论而非配置范式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

（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8要素禀赋结构作为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

起点，即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包括资本、劳动和土

地等自然资源，是给定的，是这个经济体在该个时点上的总预算。不

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各种要素禀赋的相对量不同，越发达的国家资本禀

赋相对越多，越不发达的国家资本禀赋相对越少，所以不同发展程度

的国家要素禀赋的结构不同。要素禀赋可以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变化，

资本的增加取决于每一期生产所创造的剩余以及剩余中用于积累和

消费的比例，劳动的增加则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土地等自然资源在现

代社会可以假设为不变，要素禀赋增长的速度不一样将会导致要素禀

赋结构的变化。对于处于世界前沿内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假定

存在有一个可供各个经济体中的生产者选择的、给定的、外生的、资

本密集度各有不同的产业和技术集，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要素禀

赋结构不一样，在不同的产业上会有不同的要素生产成本，采用不同

技术的成本也不一样，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各个要素禀赋结构

不一样的经济体会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由于资本相对丰富，

                                                             
8 可参见“新结构经济学”条目的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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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业会集中在资本相对密集的区段，并且采用资本相对密集的技术

来生产；反之，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则会集中在资本使用相对

少的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并采用资本使用相对少的技

术来生产。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不一样是

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同时，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从任何给

定的要素禀赋结构出发，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比较优势的变化，这

个经济体就会不断进入到资本更为密集的产业，并且，采用资本更为

密集的技术来生产。并且，随着资本的积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资

本密集度提高，所用的技术也会资本越来越密集，规模经济变得越来

越大，市场范围不断扩大，投资需求和风险不断增加，对硬的基础设

施，包括对电力、道路，和软的制度安排，像金融、法律等会越来越

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劳动者抵抗风险的能力也会发生变化，社会组

织、价值观等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只有这些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

安排能够随着产业和技术升级的需要不断完善，才能降低交易费用，

使得产业和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得以得到最大的释放，从而将比较优

势从潜在变成实在，进而使实在比较优势具有竞争优势。所以各种硬

的基础设施和各种软的制度安排内生于产业和技术结构，而产业和技

术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 

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实际上就把整个新古典经济学而

不仅仅是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一个分支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变成了新结

构经济学的退化特例（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林毅夫和邢海鹏(Lin 

and Xing，2020）。正如马斯-克莱尔等在其权威教科书《微观经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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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第四部分介绍“一般均衡”的开篇所交待的：“一般均衡有双重含

义，它不仅指一种方法，也指一种独立的理论。作为一种分析方法，

一般均衡法有两个核心特征。首先，它将经济看成一个封闭和相互关

联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我们必须同时确定我们感兴趣的所有变量

的均衡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般均衡法与局部均衡法明显不同：在

局部均衡法中，如果经济环境扰动对内生变量的影响与我们研究的问

题不直接相关，那么我们可以忽略它。一般均衡法的另外一个核心特

征是，它将外生变量个数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仅剩下少数几个描述客

观现实的外生变量（例如，经济个体集合、可利用的技术、偏好以及

各个个体的商品禀赋等）。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有着

自己的特定含义：它是一种旨在确定完全竞争市场系统的均衡价格和

产量的理论，这种理论雄心勃勃，它试图仅使用下列条件来预测最终

消费和生产的全部向量：经济的基本面（一组商品、技术状态、偏好

和禀赋）；制度假设——每种商品（包括均衡时不进行交易的商品）

都有价格；行为假设——消费者和生产者都是价格接受者”（1995，中

译本，第 4 部分，第 500 页）。因此，不能看到都从要素禀赋结构出

发，就错误地把新结构经济学看成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尤其是赫克歇

尔-俄林理论或 HOS 模型）在经济发展领域的应用（张军，2013）。 

具体而言，按照德布鲁 1956 年在《价值论——经济均衡的公理

分析》中的操作化，一个经济体 E 由 m 个消费者（以其消费集𝑋𝑖和偏

好≼为特征）和 n 个生产者（以其生产集 Yi为特征）和总资源ω构成。

因此，该经济体 E 的规范定义为：对任意的 i=1,…,m, Rl 的非空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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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由定义≼的完全前序；对每一个 j=1,…,n,存在的一个非空子集 Yj；

ω是 Rl中的一个点。一个经济体 E 的运行状态((𝑥𝑖), (𝑦𝑗))便是 Rl中的

一个(m+n)元组——这就是配置（Allocation）的定义。给定经济体 E

的一个运行状态((𝑥𝑖), (𝑦𝑗))，x − y − ω点记着 z，称为超额需求，表

示经济代理人的净需求超过总资源的部分。因此，当超额需求为零时，

E 的状态称为市场均衡——如果是建立在配置优化上的则可以称之

为配置均衡，这可以表示为x − y = ω，即所有代理人的净需求等于总

资源。E 的所有市场均衡点的集合是 Rl(m+n)中的一个线性流形。可以

清晰看到，在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公理化体系中，是以给定的偏好、

技术、禀赋作为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地基或暗含前提或基本

面，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这种配置与运行只有

量的大小而无复杂的拓扑结构性质（杨小凯，1998）。那么经济体 E

的一个基本面（商品数目、技术状态、资源禀赋）在新结构经济学中

就可被定义为一个结构(Structure)——当然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给

定前提的内容都可以作为结构，如果资源禀赋中可作为生产要素的部

分则称之为要素禀赋结构，商品数目则称之为（最细分的）产业结构，

技术状态则称之为技术结构，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合并在一起可称之

为生产结构，即对应于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公理化体系中的生产集

Yj，，而生产集也对应于转换函数（𝐹𝑗(𝑦𝑗)），如果仅有一个产出（产业）

的生产集则对应的转换函数便是生产函数，这是经济学家发明的分析

生产面的最小概念单位——生产集、转换函数与生产函数这都是经济

学对产业与技术的操作化概念而不是产业与技术现象本身。习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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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教科书中为了简略用词也将最一般的包含了产业与技术的生

产集简称为“技术”（但要注意不能与配置混淆，一些文献也将投入要

素组合配置当成了技术）。由此观之，不同于配置概念的结构概念并

非是一个天外来客的新奇概念，而是一直隐藏在配置身后的概念，如

果没有结构就不可能有飘荡在空气中的配置（Coase, 1998），可谓“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没有配置的话（注意没有配置与配置零资源是

两个概念，即配置零资源意味着允许不生产）结构也将是一个空壳，

可谓“唇亡齿寒”。在新结构经济学中，要素禀赋结构与作为经济基础

的生产结构这两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最核心、最基石、最关键的

理论，所有其他新结构经济学理论都以此作为底层逻辑。鉴于其在新

结构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需要清楚这两个变量的内涵及其逻辑与新

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区别与联系。要素禀赋结构形式上与用于

配置（特别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要素禀赋别无二致但另有内涵，同

样生产结构也常常与配置在生产结构上的配置结构相混淆，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生产结构作为经济体的基本面藏在经济

运行也就是资源配置的幕后。因此，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是要素禀赋

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即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与技术选择，而不

仅是给定产业与技术下的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最优配置。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如果只谈配置不谈结构，生产与消费面都可以

丢掉任意一方，比如可以允许不生产，即纯交易经济（著名的埃奇沃

思盒经济），但“摆在（新结构经济学）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不仅仅是给定“技术”下选择投入产出的“生产”（配置），而且还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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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技术”刻画的生产方式（需要强调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用“生产集”

在最一般化层面来操作化技术，如果产出不止一种产品则此处的技术

选择也包含了产业选择（此时生产集边界对应于转换函数），因此既

包括了选择生产任意一种产出的技术（此时生产集边界对应于生产函

数）也包括了选择任意一种产业）。所以，新古典经济学给定结构下

的配置均衡((𝑥𝑖), (𝑦𝑗))（包括贸易模式）只是新结构经济学统一配置

与结构的结构均衡((𝑥𝑖), (𝑦𝑗), (𝐹𝑗))的退化情形(付才辉，2018，2021；

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Lin and Xing，2020），当且仅当在新古典一

般均衡外生给定的禀赋与（已包含产业）技术中技术状态(𝐹𝑗)恰好是

该禀赋所内生的最优技术状态(𝐹𝑗
∗ ∈ ℱ𝑗)时，新古典一般均衡的配置均

衡才与新结构一般均衡中的配置相同（付才辉，2018），这其实就是

林毅夫（2002）早就指出的“现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把企业具

有自生能力作为暗含的前提”（付才辉，2017）。 

总之，新结构经济学讲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中的“比

较优势”本质上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安排——而新古

典经济学贸易理论（HOS 模型）讲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中

的比较优势本质上是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贸易模式——贸易模式仅

仅是给定生产结构的跨国配置。生产结构的选择在禀赋结构约束下有

代价即成本，但所选择的生产结构必然有功能即其收益，理性选择的

结果也就是比较优势的结果则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取舍。当然，除了

经济收益，如果产业与技术的选择还涉及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额外

收益，那么这种权衡取舍当然要做出新的调整。因此，在禀赋结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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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之下，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不论是经济的还是国防的），一种生产

结构选择的机会成本越小其比较优势越大、机会成本越大其比较优势

越小——这种选择既可以是竞争性市场中主体的优化与均衡的结果，

也可以是其他市场结构下的选择与均衡，亦或是非市场情形的选择与

均衡。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禀赋结构的内涵非常丰富以及新结构比较

优势理论也足够灵活，还可以纳入其他诸多因素，比如默识

（Hausmann 和 Klinger，2007）和学习（Greenwald 和 Stigliz,2006）

等因素和国防安全等目标（Lin,2017）。当然，这只是最底层的禀赋结

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由于其他结构安排如金融结构、环境结构、空间

结构、教育结构等等上层建筑结构的最优安排也是内生于由禀赋结构

决定的最优生产结构，所以广义上讲都可以称之为禀赋结构决定的比

较优势，这当然也包括开放结构中的贸易结构。所以，新结构比较优

势理论可以囊括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而不是相反！例如，新古典贸易

理论就只是新结构贸易理论的退化特例而不是相反。HOS 模型是标

准的新古典一般均衡模型（Jones,1965) ，即两个国家用两种要素生产

两种产品，其假定也是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两国国家居民的偏

好相同、技术相同，但要素禀赋结构不同——这不符合新结构经济学

的比较优势原理：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的产业与技术也不同。由此可

见，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事实上已经克服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最不合理

的假定（芬斯特拉，2013）。而且，即便在满足要素密度不发生逆转

的条件下要素禀赋也会对要素价格产生影响，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并

不成立，如果结构效应起到支配作用的时候，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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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罗布津斯基定理也完全有可能不成立（付才辉，2021）。也因此，

有一支非平衡增长理论文献（Herrendorf et al., 2014）尽管可以用特殊

假定下的罗布津斯基定理来刻画（封闭经济的）部门间的资源再配置

随着经济体总资源禀赋的变化而变化（Acemoglu 和 Guerrieri，2008；

Ju et al.，2015），但其实并非属于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的范畴。 

（五）结构升级：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是动态的 

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在新古典的框架下解决芬斯特拉（2013）

提出新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的难题：“即便我们接受，通过允许国家间

存在足够大的技术差异可以使 HOV 方程完全拟合，但这避开了一个

问题：这些技术差异来自哪里？”即这些技术差异来自禀赋差异，而

不是传统理论范式中将技术与禀赋视为独立的外生变量，也不必依赖

于内在增长理论的垄断竞争范式或者言必称制度。虽然在给定时点上，

一个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是给定的，但却可以随着时间而变化，即新结

构比较优势理论在本质上也是动态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结构升级的

速度是最快的，违背比较优势发展导致的结构扭曲反而会导致停滞甚

至倒退（Bruno et al., 2015；陈斌开和伏霖，2018）。因此，正如罗纳

德.·芬得利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比较优势”词条中指出

的，“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著作中提到的‘动态’比较优势的不确切说法，

大部分是出于误解，因为它企图在生产能力发生必要的变化以达到高

效率生产之前，通过贸易保护来改变生产格局。”同样，关于“比较优

势陷阱”的说法大部分也是出于误解，因为它故意或者按照新古典贸

易理论的旧范式把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与禀赋结构割裂并对立，仅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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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不变的产业与技术下的由禀赋结构决定的贸易模式称之为比较

优势，而仅把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看成是冲破“比较优势陷阱”的动力，

这事实上也是后文将论及的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曲解的原因

（洪银兴，1997；Lohrmann,2000；王佃凯，2002；刘涛雄和周碧华，

2012；杨高举和黄先海，2014；陆善勇和叶颖，2019；樊纲，2020）。 

在新结构比较优势理论中，不仅贸易模式而且产业升级与技术进

步本身也都由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确实如蔡昉（2011）在论及“中

等收入陷阱”时所指出的，“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

而尚未获得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意味着中国面临

着‘比较优势真空’的挑战。”然而，动态比较优势的关键不在于表象的

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而应该在于决定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禀赋结

构升级（林毅夫，2014；苏杭等，2017）。禀赋结构升级不外乎如下几

种方式（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 5 章）：上天赐予的意外之财，

比如发现了新的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总量毕竟是有限度的；掠夺别

国的资源，比如西方国家原始资本积累时代血腥的殖民运动，但当今

的文明时代这显然是可耻之举而且在和平年代也行不通；以和平和公

平的方式吸引外部资源流入，比如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就从 1983

年的 23 亿美元飙升到 2021 年的 1735 亿美元，尽管增速惊人但其实

占中国投资总额的比重依然很小，2021 年也仅约 2%；因此，主要还

是依靠自身的积累，积累速度取决于可供积累的剩余（经济增长速度）

和积累的倾向（资本回报率），而这又取决于产业与技术的选择是否

符合当期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以及是否消除了软硬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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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颈（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2020）——事实上这也是破解卢卡斯

之谜吸引资源流入的根本（Lin and Wang, 2019）。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储蓄率很接近，但 20 年之后东南亚的储蓄

率比拉丁美洲高 20 个百分点（付才辉等，2021）。这也是亚洲四小龙

能跨过而拉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王丽莉和文一，2017）。 

    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

甚至一般大众都并不认可东亚奇迹，尽管有世界银行 1993 年发布的

报告背书。克鲁格曼认为亚洲四小龙只是发挥了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

而没有创新从而不可持续（Krugman,1994)。在其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

机背景下克鲁格曼的观点大行其道广为接受，尽管也有相关的理论与

核算之争（Young，1995；Hsieh，2002；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这

种流行思潮认为单靠比较优势无法迈向世界前沿，必须要从依靠要素

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然而，如前所论及的，这种观点不但在理论上

站不住脚，以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为核心的创新不能与要素禀赋相割

裂（Aghion 和 Howitt，2009，第 5 章；林毅夫和付才辉，2019，第 6

章），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都有赖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则需要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而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又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所驱动的，只是在每

一个发展阶段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技术不

同而已。事实上，这种流行观点也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在 1997 年，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PWT10.0），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与韩

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分别已经达到美国的 94.66%、69.6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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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其后二十年依然保持了强劲势头，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人均

收入水平于 2004 年和 2005 年超过美国，中国台湾 2011 年达到美国

的 80%，韩国 2019 年达到美国的 67.46%，如图 1 所示。遵循同样比

较优势发展规律（Lin et al., 2016），中国即将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并能够在 21 世纪中叶达到美国的一半（林毅夫，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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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10.0。 

图 1 战后至今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相对于美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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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争、竞争优势及其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一）竞争与竞争优势及其理论类型与统一本质 

与比较优势不同，“竞争优势”尽管也是人们的“口头禅”，但并没

有被收录到《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这反映出经济学与管理

学在规范分析上严重的范式冲突——按照波特的企业竞争理论，企业

要获得竞争优势势必会导致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损失的

不完全竞争甚至垄断，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一个好方法可能就是废

除战略管理学（Barney and Hesterly, 2005; 杰伊·巴尼和德文·克拉克，

2007，第 290 页）。然而，尽管由波特倡导的“竞争优势”这一概念在

经济学中如此尴尬，但“竞争优势”所源于的“竞争”的概念却大相径庭，

正如哈罗德·德姆塞茨（1992，第 1 页）所言：“竞争在经济学中占有

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难以想象经济学没有它还能是一门社会科

学。”但是，又如乔治·施蒂格勒（2000）指出的“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

概念像竞争这样充满了争议”（第 580 页），“以不同方式定义的竞争，

始终是一切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概念”（第 583 页）。在经济思想史中，

竞争理论范式主要有两大类：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竞争理论和奥地利

学派的竞争理论（林民书和付才辉，2012）。 

竞争在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穆勒等) 将经济学发展成一门综合

性学科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他们对竞争的论述还只是些含

糊和松散的陈述，而不是定义明确的分析或谨慎小心地构造模型，甚

至对竞争本身的分析也不大关心(保罗·麦克纳尔蒂，2000，第 473 页)。

斯密写道: “如果(足以在一城镇中进行贸易的) 资本分归两个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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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商，那么，他们的竞争会使双方都以比独占此资本时要低的价格

出售; 如果此资本分归 20 个杂货商，他们的竞争将同比例增加，他

们联合起来抬高价格的可能性将同比例减少（第 361 -362 页）。”这表

明了一个不说自明的道理，即竞争对手的增加会加剧竞争的强度。由

此可知，延续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聚焦于市场结构( market structure) 

的新古典竞争理论核心在于市场势力( market power) (定价权) 产生

的前因后果，其效率（配置效率）标准乃至高无上的完全竞争状态，

竞争政策则旨在反垄断。新古典竞争理论关于竞争的要义在于替代性

（进入威胁和模仿威胁），制约了市场势力的滥用。 

新古典竞争理论最强有力的竞争者来自奥地利学派，认为新古典

竞争理论忽视了竞争活动的动态性和竞争过程的重要性，对竞争活动

的动因只作了肤浅的讨论。“可以恰如其分地说，在一个这些‘细节’确

实仅仅是细节的漫长过程中，将注意力集中于价格体制的运行，能够

更加容易地揭示这种体制的协调功能。完全竞争模式是把这些条件概

念化的智力工具。该模式说明的是价格体制，而不是竞争活动（德姆

塞茨，1992）。”哈耶克（Hayek，1948, p.92-p.96）从一开始就对新古

典竞争理论不以为然：“若果完全竞争理论所假定的态势真的存在的

话，它不仅会使所有称为‘竞争’的活动失去余地，而且会使它们实际

上成为不可能。”熊彼特(Schumpeter,1962,p.8)也坚定地认为：“有价值

的不是这种(新古典) 竞争，而是关于新商品、新技术、新供给来源、

新组织类型……的竞争。”在熊彼特看来，新古典竞争理论所言的无

效率的垄断恰恰是有效竞争的结果，其为创造性破坏提供了保障。聚



 31 

焦于市场过程 (market process) 的奥地利学派竞争理论核心在于企业

家发现( entrepreneurial discovery) ，竞争是发现一类事实的过程，即

只要不借助于竞争，这类事实就不会被任何人知晓，也绝对不会得到

利用。奥地利竞争理论关于竞争的要义在于争胜的市场过程（竞争动

力（林民书和付才辉，2012）），能够减少无知、扩散知识、抑制错误，

能够有力地推动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并因此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

成为经济进步的主要驱动力( Kirzner，1997)。 

正如“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是经济学的核心议

题一样，战略管理领域的研究也是围绕如下核心议题：“为什么有的

企业的绩效超过其他企业”（巴尼和克拉克，2007，第 1 章）。即便是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中，也有两支被称之为波特竞争理论和资源基

础理论的文献；在奥地利经济学的范畴中，则有一支被称之为动态竞

争理论的文献，与新古典范式的静态竞争理论相区别。虽然波特竞争

理论是迄今为止产生过最大影响的竞争优势理论，但却日薄西山，目

前主流的竞争优势理论进阶到了后波特时代（陈明哲，2020）。如比

较优势理论有很多类型但比较优势的本质却是统一的一样，竞争优势

理论也有不同的类型但竞争优势的本质也是统一的：竞争者实施不同

方案创造的经济价值的大小。企业有竞争优势的表现是，它能够比处

于同一产品市场的边际（收支相抵）竞争者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这

里的经济价值则是标准的经济学概念，即在提供产品或服务过程中购

买者获得的感知收益与企业的经济成本之间的差额，也就是消费者剩

余和生产者剩余之和（巴尼和克拉克，2007，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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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误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造成的误导 

     由于受到曾经风靡全球的波特竞争理论的影响，不少学者和读

者错误地认为竞争优势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替代。其实，波特秉

承了产业组织经济学中著名的哈佛学派的 SCP 范式，即“结构—行为

—绩效”分析框架(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认为产业组织

结构决定了产业内的竞争状态，并决定了企业的行为及其战略，从而

最终决定企业的绩效。在波特著名的竞争三部曲中，《竞争战略》主

要涉及有关企业外部的产业与竞争者分析，《竞争优势》主要涉及企

业内部价值活动与成本驱动因素，《国家竞争优势》则主要探讨以国

家、州(省)等地域为对象的整体竞争力构建问题。按照《竞争战略》

的观点，不同企业业绩差异的成因可以归结为行业竞争结构（五力模

型）与企业战略定位（三大战略定位）两方面，前者说明了跨行业的

业绩差异，后者说明了行业内企业的业绩差异。企业战略确定的战略

定位决定了企业在行业中的相对地位，波特将企业战略归纳为三类：

成本领先战略、标新立异战略、目标集聚战略等。《竞争优势》则将

影响与决定行业结构与企业战略的因素归结为企业价值创造活动，认

为价值链是竞争优势的基本单元。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活动受初始条

件与管理决策的影响，而后者受到企业环境的影响。《国家竞争优势》

明确提出了企业竞争优势最终受制于企业内外环境。该书的钻石模型

归纳了企业最重要的五类外部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

持产业(产业集群)、政府与机会，加上企业自身的战略与同业竞争(竞

争市场)这第六大要素，波特以此构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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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波特竞争理论，竞争优势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低层次

的竞争优势是一种“低成本竞争优势”，而高层次的竞争优势则是一种

“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低成本竞争优势的来源通常有如下几个方面：

较低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其他竞争者使用较低的成本也能够取得

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发展规模经济。而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则建

立在通过对设备、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持续的投资和创新而创造

更能符合客户需求的差异型产品上。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之所以被称

为高层次的竞争优势主要是因为：与低成本竞争优势相比，成功的差

异型竞争优势通常能够为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因而代表更高的生产

率水平；与低成本竞争优势相比，差异型竟争优势更难被竞争对手模

仿从而更有可能在长期中保持下去。这种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因《全球

竞争力报告》（图 1 和表 2）而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发展就是从要素驱

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林毅夫和付才辉，2020）。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1-2012》第 9 页。 

 

图 1 站在最发达国家看世界的“十全大补”的竞争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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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竞争力低下但经济表现出色:增长水平前 30 位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例外） 

国家/地区 

1992—2012 年 

平均实际 

GDP 增长率 

GDP 

表现排名 

2012-2013 年竞争力指数 

排名 数值 

赤道几内亚 19.2 1   

中国内地 10.1 2 29 4.83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0.8 3   

利比里亚 10.4 4 111 3.71 

佛得角 9.3 5 122 3.55 

中国澳门 8.9 6   

不丹 7.8 7   

卡塔尔 7.6 8 11 5.38 

越南 7.4 9 75 4.11 

柬埔寨 7.4 10 85 4.01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7.3 11   

乌干达 7.2 12 123 3.53 

莫桑比克 7.2 13 138 3.17 

印度 7.0 14 59 4.32 

安哥拉 7.0 15   

埃塞俄比亚 6.9 16 121 3.55 

乍得 6.8 17 139 3.05 

卢旺达 6.6 18 63 4.24 

新加坡 6.5 19 2 5.67 

巴拿马 6.3 20 40 4.49 

缅甸 6.2 21   

多米尼加共和国 6.0 22 105 3.77 

马来西亚 6.0 23 25 5.06 

加纳 6.0 24 103 3.79 

约旦 5.9 25 64 4.23 

布基纳法索 5.9 26 133 3.34 

科威特 5.9 27 37 4.56 

孟加拉国 5.8 28 118 3.65 

斯里兰卡 5.7 29 68 4.19 

阿塞拜疆 5.7 30 46 4.41 

数据来源：全球竞争力指数来源于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2-2013》，经济

增长数据来源于林毅夫和蒙加所著的《战胜命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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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这种陋见产生的有害观念便是将要素驱动当成是比较优势而把

创新驱动当成是竞争优势，从而把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完全割裂、相

互对立——这种错误认识的始作俑者便是波特本人（2002，中译本，

第 10-15 页）。事实上，后来风头日益盖过波特竞争理论的资源基础

理论就指出了波特将竞争优势与本质是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相割裂

的谬误：由于未能计算出开发竞争战略所付出的全部成本，往往会使

企业实施其产品市场战略所创造的收益作出过高的估计（巴尼和克拉

克，2007，第 2 章)。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对

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一个以提高自己的产业竞争力为目的的决策反而产生危害自己的产

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和发展的前景。在比较优势与

竞争优势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对立的替代关系，相反，只有充分地发挥

经济的比较优势，国家才有可能创造和维持自己的产业竞争优势（林

毅夫和李永军，2003）。事实上，在波特的钻石模型中，“生产要素”条

件实际上意味着这些产业应符合由该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

而“产业集群”条件和“竞争市场”条件仅当产业与该国要素禀赋相符

时才会成立。因此，这四组条件可以归结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条件“比

较优势与国内市场大小”。而在这两个独立条件之中，比较优势又是

最为关键的，因为如果一个产业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该产业的产品

就可以以全球为市场。同时，政府的作用并非简单地强化这四组条件

而应该因势利导潜在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才能把握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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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生产要素方面。波特也承认，企业在其产品、技术和产

业选择中，必须充分利用该经济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才能降低成本，

提高竞争力。但与波特竞争理论更加强调所谓“高级”生产要素(比如

高级的人力资本、大学和研究机构等方面) 的重要性不同——波特也

指出高级生产要素是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必然需

要大量的投资，而投资的来源只能是过去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经济剩

余。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活动，企业和整个经济才能

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相反，就不可能创造足够的利润，甚至经

营亏损或者失败。此时，整个经济积累经济剩余的能力就受到损害，

其用于创造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数量也必然会减少，不但削弱竞争力

而且还有生存之忧（林毅夫等，1994；林毅夫，2014；林毅夫和付才

辉，2019，第 5 章；姜磊和郭玉清，2020；付才辉等，2021；罗浩和

陈仁，2021）。而且，人力资本和物资资本是互补的，单方面提高人

力资本无法发挥其作用，结果将使拥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往有高物

质资本的国家流动，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脑流失”的原因

（Docquier 和 Rapoport，2012）。反之，只有物资资本的投人，而没

有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与其配合，新投资的机器设备也将无法发挥其

最大的生产力，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最新的技术设备时面临的

困境（Atkinson 和 Stgliz,1969; Basu和Weil,1998;Acemoglu和Zilibotti, 

2001）。因此，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

技术、生产活动，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而且，也是不断

积累更为“高级”的生产要素的必要条件（林毅夫和张鹏飞，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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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同业竞争方面。按照波特的竞争理论，激烈的同业竞争

能够给企业提供足够的压力来增加对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和研究发

展活动的投资，从而有利于推进企业的创新活动——这其实已经偏离

了波特早期的“五力模型”而进入奥地利学派范畴的动态竞争理论了

（林民书和付才辉，2012；陈明哲，2020）。但是，对一个特定的行业

来说，产业组织结构也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戴学锋和庞世明，

2018），并且只有该行业是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时，同业间的良性市

场竞争才有可能实现，相反则良性的市场竞争就不可能实现（林毅夫

等，1994；2002）。其原因在于，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很难在短期内

取得技术方面的优势，这些企业又不能利用经济的比较优势来形成成

本方面的优势。在两种优势都不存在的条件下，在竞争的市场中，该

行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要继续生存下来的唯一办法就是政府保

护措施的实施(林毅夫，2002)。在存在保护措施的前提下，该行业不

但不可能出现波特意义上的激烈竞争，还会出现大量僵尸企业（申广

军，2016）。相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 赶超的结果

必然是行业的垄断（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比如资本密集型行业

和银行业的垄断，尽管可能给企业带来垄断收益却不利于国家发展

（林毅夫和姜烨，2006；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与通过创新来增

加竞争力、改进经营绩效相比，垄断使得企业更容易地取得利润，因

此垄断行业中的企业所热衷的是通过寻租活动来保护垄断，而不是积

极创新（杨其静，2011）。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按照比较优势来

发展经济，同业之间才会有最大的市场竞争和压力并应对危机（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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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等，2010）。 

再次，在需求条件方面。需求条件包括多种内容，一些更多地属

于外生给定的偏好条件如消费习性，一些对于企业来讲是外生的但对

于国家来讲则是收入水平提升后的内生结果如市场规模。如果收入水

平没有大幅度提升，市场规模在短期内就是一个难以改变的外生变量，

企业只能根据自己所处国家的具体条件来选择能够利用这些外生变

量的竞争战略。波特的国家竞争理论中，“内行而挑剔的客户”列为需

求条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波特认为这些客户的存在能够推动企

业进行持续的创新活动。市场需求之所以能够拉动产业升级关键在于

企业的市场导向以及顾客的参与能够显著地推动流程升级、产品升级、

功能升级以及链条升级（付才辉等，2021）。营销学研究表明企业的

市场导向对企业整体绩效、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组织学

习等会产生正面的影响（Kohli and Jaworski, 1990; George,1994; Han 

et. al., 1998; Hurley et. al.,1998）。波特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客

户会“内行而挑剔” ，有些国家则不会，而看作一个纯属外生性的条

件。不过，我们则可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否定该因素的外生性：

违背比较优势的行业基本上不会是市场导向的。设想一个行业属于

“赶超”性行业，那么客户就很难去挑剔该行业的产品。首先，赶超通

常意味着政府的保护，在保护政策存在的条件下，政府的政策总会或

多或少地偏向于保护生产厂商而不是客户，这就使客户“挑剔”企业产

品的成本提高。其次，赶超又总是与垄断纠缠在一起，在垄断的条件

下，客户进行选择的余地会明显地缩小。两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就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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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内行而挑剔的客户了也不会采取市场导向（林毅夫和李永军，

2003）。  

然后，在产业集群方面。波特国家竟争优势理论非常强调相关与

支持性产业 (或者产业集群)对于企业和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性。

但是，产业集群的出现以及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之间发生相互联系的

性质都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在违

背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下，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集群是

很难出现的。首先，如果一个产业不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完全的民

间投资就难以持续赢利，进而也就不会出现足够的民间投资来进人该

产业。这样，如果政府选择某个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在某个

产业选择违背经济比较优势的生产技术，它就需要利用财政资金直接

在该行业建立国有企业或者通过向民间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吸引

民间资本进入该行业。由于国家能够建立的或是能够得到国家补贴的

企业总是有限，这样，赶超企业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相关和支持性企业

来支持。另一方面，政府的直接进人或者扶持又必然涉及相关企业的

计划协调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计划协调的成本可能会相当

高。其结果是，政府宁肯将主要的生产过程都包括在同一个或者为数

很少的几个企业之内。这也正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赶超企业经

常是一些“大而全” 或者“小而全” 企业的直接原因。在这种情况下，

产业集群很难出现。这些例子不仅仅出现在我国“三线建设”时期(Fan 

and Zou, 2021)，也出现在阿根廷进口替代时期（Giuliani et al., 2019）。

相反，在那些符合经济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利的可能性高，投资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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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会很多，分工也就可以比较细。产业集群的出现以及更大范围的区

域一体化发展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林毅夫，2021）。 

最后，在政府作用方面。产业的竞争优势决定于生产成本与交易

成本构成的总成本，一个国家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其生产

成本会低，此时如果交易成本过高，那么总成本就高，从而就需要政

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将自身的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Lin 和

Monga，2011 )。波特国家竟争优势理论只强调政府可以强化前述四

组条件扩大钻石体系的力量，如建立高水平的大学和研发机构、有严

格标准和挑剔的政府采购。然而，这些有利于增强《国家竞争优势》

一书所研究的发达国家（包括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 新

加坡、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竞争力（表 3）的政策举措对于发

展阶段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表 2）而言则可能是无的放矢，反而还可

能削弱竞争力。其原因在于前面所论及的，发展中国家有比较优势进

而有潜在竞争优势的领域也不完全一样，面临的瓶颈也不完全一样。 

表 3 发达国家的竞争力指数（2012-2013 年） 

国家/地区 
总指数 

分类指数 

基础设施 效率增强 创新与成熟度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瑞士 1 5.72 2 6.22 5 5.48 1 5.79 

新加坡 2 5.67 1 6.34 1 5.65 11 5.27 

芬兰 3 5.55 4 6.03 9 5.3 3 5.62 

瑞典 4 5.53 6 6.01 8 5.32 5 5.56 

荷兰 5 5.5 10 5.92 7 5.35 6 5.47 

德国 6 5.48 11 5.86 10 5.27 4 5.57 

美国 7 5.47 33 5.12 2 5.63 7 5.42 

英国 8 5.45 24 5.51 4 5.5 9 5.32 

中国香港 9 5.41 3 6.14 3 5.54 22 4.73 

日本 10 5.4 29 5.3 11 5.27 2 5.67 

卡塔尔 11 5.38 7 5.96 22 4.93 15 5.02 

丹麦 12 5.29 16 5.68 15 5.15 12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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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19 5.12 18 5.66 20 5 17 4.96 

意大利 42 4.46 51 4.81 41 4.44 30 4.24 

数据来源：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 2012-2013》。 

四、结 语 

我们采取“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办法阐述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

势这一对经济学与管理学的核心概念的本质及其各种理论之间的分

异。经济学界有一种颇为普遍的“错把模型当理论、错把理论当方法”

的陋习，更有甚者“用模型批评模型、用理论批评理论”。就现代经济

学而言，各种理论与模型共同的“本体”是理性选择，而理性选择的机

会成本则是比较优势概念的本质（林毅夫，2012）。运用理性选择研

究特定对象而得到的理论因研究对象不同而有理论的分异，在特定理

论范畴之内也有因不同的建模方式而有模型的分异。比如，运用理性

选择研究资源配置而得到新古典经济学，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跨国

资源配置而得到新古典贸易理论，在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又可以设置各

种各样的模型，至于模型的结论当然取决于模型的设定，比如罗布津

斯基定理在一定条件下成立或不成立（杨小凯和张永生，2001）。所

以，就不能错把具体的比较优势模型当成是一般性的比较优势概念，

也不能字面上看到要素禀赋结构便把新古典贸易理论张冠李戴为新

结构经济学，更不能用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缺陷来批判比较优势。新结

构比较优势理论讲的是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最优产业与技术模式，而

不论涉及国际贸易与否。同样，不能用竞争优势来否定比较优势，相

反，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即和其他竞争者相比能够以较低的

机会成本生产相同的商品和服务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当然，

除了比较优势决定的生产成本，竞争优势决定于包括交易成本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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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本，还需要降低交易成本才能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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